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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学术界长期关注理论范式 /学派之间与内部的争

论，在既有的学派下衍生出许多分支，现实主义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类型。

作为现实主义的主要挑战者，自由主义内部似乎较为平静。近年来，有学

者开始提出“进攻性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存在以下缺陷: ( 1) 对于

进攻性与防御性的界定偏离了一般用法; ( 2 ) 案例与史实结合不符;

( 3) 分类上的偏差。本文认为，根据对国际制度与软实力的重视程度可

划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学派，而以国家对现状是否

满足作为划分进攻性与防御性的标准，由此可以推导出较为符合国际关系

理论脉络的“进攻性自由主义”论点。

【关键词】 进攻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进攻性自

由主义

美 国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两极国际体系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终结，对国际关系的理论

发展与现实变迁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国际关系学术界长期

关注理论范式 /学派之间与内部的争论，在既有的学派下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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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许多分支，诸如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因解释变量来源的不同而可分为古

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 根据国家对现状满足与否

则可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发展，其内部长期呈现百家争鸣的

局面，学者们除了基本同意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外，① 对于国际体系

的变化、国际冲突或战争爆发的原因等诸多问题并未达成基本共识。② 相

较于此，新自由主义学派内部似乎较少出现分歧。作为现实主义的主要挑

战者，新自由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权力性质的不同方面、国际制度的作用以

及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提出 “防御性自由主义” ( defensive liberalism)

与“进攻性自由主义” ( offensive liberalism) 的区分，尤其揭示了 “进攻

性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分类尚未受到普遍关注。本文旨在

评析国际关系 “进攻性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实质内涵，并说明

其与既有理论观点的差异，以及从这一理论论述能够推导出怎样的应然论

断。就学术研究而言，笔者试图引介这一学界的新生概念，以求在理论发

展上相互砥砺，开创不同思维。在实际运用上，力求对国际关系中不同

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大战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有助于人

们思考、解释与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向。因此，本文将首先简要

介绍 “进攻性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其

次，通过重新审视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以及 “进攻性与防御性

之辨”，厘清彼此争论的焦点。最后，文章提出修正过的 “进攻性自由

主义”论点，从而提供诸位学界先进未来用更多案例进一步检验这一理

论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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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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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一些学者的回顾与分析，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17，No. 1，1991，pp. 67 － 85。
参见 Kenneth N. Waltz，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 ;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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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den，Mass. : Wiley-Blackwell，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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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攻性自由主义”之概念

( 一) 学者观点简述

“进攻性自由主义”一词最早由以色列海法大学 ( University of Haifa)

本杰明·米勒教授 ( Benjamin Miller) ① 于 2004年提出。米勒认为，20 世纪

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存在诸多流派，而区分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

性现实主义是理解这一范式内部差异的重要维度。不过，对于自由主义而言，

也应该适用同样的分类标准。② 经过多次研讨会的修正与补充之后，米勒教授

近年来开始在其专著和论文中对自由主义内部的这种分类加以详细介绍。③ 他

首先依据安全政策的目标与手段，将强国的大战略或追求安全的途径作为

因变量，并区别出四种理想模式。在此基础上，他又将 “国际体系中的

权力分配”与“外部威胁的程度”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则是决策者的

认知与信念，以及四种不同的大战略在国内的影响力平衡，由此来探讨美

国大战略在不同时期的转变。④ 米勒认为，决策者自身的信念体系起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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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米勒教授 1988 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现为以色列国际关系研究协
会 ( Israeli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主席。其学术著作目录可参见 Benjamin Miller，
“Curriculum Vitae，”University of Haifa，http: / /poli. haifa. ac. il / ～ bmiller /。

Benjamin Miller，“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paper deliev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Le Centre Sheraton Hotel，Montreal，Quebec，Canada，March 17，
2004，p. 3．

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eds. ，US － 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 /11 ( New York: Routledge，2009 ) ，pp. 9 － 32; Benjamin Miller，“Is
Peace Possible—and How: The Four-Fold Response of IR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Vol. 65，No. 1，
2009 /2010，pp. 163 － 181; Benjamin Miller，“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Security Studies，Vol. 19，No. 1，2010，pp. 26 － 65;
Benjamin Miller，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for Peace: Realism vs. Liberalism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 31，No. 1，2010，pp. 134 －164; Benjamin Miller，“Democracy
Promotion: Offensive Liberalism versus the Rest ( of IR Theory )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8，No. 3，2010，pp. 561 － 592．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p. 28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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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政策产出，但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则会迫使政府改变其政策倾向，以

适应变动环境中的威胁或机会。如果在同一总统任期内出现了大战略的改

变，就说明决策者原先的信念并不足以决定大战略的选择。此外，一国内

部对于不同的大战略选择或许各有支持者，但国际环境的体系因素有助于

决定辩论的结果。比如，在“9·11”事件之后，由于外部威胁的出现，美

国国内就不太争论要采取何种大战略，“进攻性自由主义”成为最有吸引力

的选择。① 换言之，米勒的见解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中的新古典现

实主义类似，结合了国际体系层次与国内 /决策者信念等因素。

米勒又将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与手段分别加以区分。就目标而言，可

以分为追求相对于对手的能力平衡 ( balance of capabilities) 或推广意识形

态，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后者则是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的大战略; 就

手段而言，国家诉诸武力可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两种，前者主张大规模与

单边使用武力，后者则支持最低限度与多边使用武力。② 在这样的分类下，

亦可将自由主义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米勒认为，进攻性自由主义与防御性

自由主义都重视民主对国家外部行为与国际安全的良善影响，因而呼吁要促

进民主，但对促进民主的手段的看法则有差异。防御性自由主义支持以和平

手段促进民主，进攻性自由主义则主张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促进民主。③ 在自

由主义国家推广意识形态方面，米勒表示，防御性自由主义会注重以多边

方式使用软实力来促进民主、市场经济和国际制度，进而影响敌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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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0． 事实上，重视国际结构的新现实主义学者华尔兹 ( Kenneth
N. Waltz) 也曾表示，结构绝对无法解释一切。要解释结果，人们必须在关注体系结构的同时，也
要注意到国家的能力、行为及互动。任何国际政治理论都同时需要一种国内政治理论，因为即使
当一种体系的结构影响国家时，国家也在影响这种体系。参见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Mass. :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 ，p. 174。关于决策者信念
的变化而造成国家政策与行为的改变，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 (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2．

Ibid.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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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性; 进攻性自由主义则愿意为了促进民主和影响敌人的意识形态，

而以单边的方式大规模使用武力。这样的区别反映在围绕美国外交政策展

开的长期争论之中，就是 “典范主义” ( exemplarism) 与 “辩护主义”

( vindicationism) 之争。① 前者像防御性自由主义一样，诉求以美国作为各

国的典范，吸引他国追随; 后者则是要积极促进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输出，

因而可以被视为进攻性自由主义。这些分类方式如表 1所示。

表 1 四种国家大战略

针对敌方的目标
安全政策的手段: 获取权力的途径与使用武力的方式

最大限度 /单边主义 /进攻性 最低限度 /多边主义 /防御性

注重与对手的能力平衡

( 现实主义大战略)

进攻性现实主义

寻求优势 /霸权，包括以单边手
段诉诸武力

防御性现实主义

关注在以制衡、吓阻和多边军备管制
来使安全最大化

注重国内政权 ( 意识形

态 /自由主义大战略)

进攻性自由主义

强调通过使用武力而改变政权

( 意识形态圣战)

以美国为例，则是进攻性自由

主义和强加民主

防御性自由主义

强调软实力、国际制度和冲突解决的
外交手段

以美国为例，则是防御性自由主义和

以和平手段传播民主及自由贸易

资料来源: 修改自 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eds.，US － 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 /11，p. 9;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4; 另可参见 Benjamin Miller，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for Peace: Realism vs. Liberalism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p. 141; Benjamin
Miller，“Democracy Promotion: Offensive Liberalism versus the Rest ( of IR Theory) ，”p. 567。

在此基础上，米勒又将四种大战略的体系条件组合，并以美国自

1947 年以来所采取的大战略为例，说明国际体系因素如何塑造了国家获

得安全的主要途径或大战略。当强权之间势均力敌而体系中又充满外部威

胁时，就会增加强权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可能; 当强权之间势均力敌而

国家外部环境缓和时，会鼓励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 当面对低度外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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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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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霸权是自由主义国家时，会倾向于采取防御性自由主义; 当作为全

球霸权的自由主义国家面对高度威胁的环境时，会被鼓励采取进攻性自由

主义战略，① 如表 2 所示。换言之，国家外部威胁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国

家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行为，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则决定了

采取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安全战略。

表 2 决定不同大战略的体系条件: 以 1947 年后的美国为例

对威胁的制衡
全球权力分配

霸 权 强权势均力敌

高度的外部威胁

进攻性推广意识形态→进攻性自由主义
后“9·11”时期( 入侵伊拉克)

进攻性现实主义

冷战的高峰( 1947—1962 年，1979—
1985 年)

缓和的环境

防御性推广意识形态→防御性自由主义
1991—2001 年

防御性现实主义

和解政策( 1963—1978 年，1985—1990
年)

资料来源: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6。

如果进一步探究上述思维，当国家权力与其他竞争者不相上下或甚至

居于劣势时，其追求安全的最低要求就是避免遭受攻击并继续维持生存。

此时，一国可以通过自助或他助的方式，发展政治、军事、经济权力，或

是通过国际组织与制度来保障安全。只不过，与其依靠他国的善意协助，

还不如发展自我防御能力，或与主要威胁国家保持距离，即通过自助的现

实主义战略来追求安全; 只有当国家权力居于优势或成为霸权时，在生存

能力得以确保的情况下，才不需要担心随时会遭受其他国家个别或集体制

衡的安全威胁，并有余力传播意识形态来追求国家利益。依照米勒的逻

辑，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采取的是自由主

义战略。在考虑外部环境威胁的变化后，才会选择进攻性或防御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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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p. 38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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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米勒 “进攻性自由主义”的瑕疵

米勒教授虽然创新性地提出了 “进攻性自由主义”的观点，并说明

了其分类方式，但上述论点却因混淆了若干概念而略显不足。

第一，对于进攻性与防御性的界定偏离了一般用法。米勒将诉诸武

力获得安全的手段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途径，前者主张大规模与单边使

用武力，后者则支持最低限度与多边使用武力。① 但实际上，就现实主

义学者而言，进攻性与防御性之分并不在于国家使用武力的方式与偏

好，而是其对国际安全稀缺性的看法，以及对现状是否感到满足。另一

方面，不论属于何种类别，现实主义学者几乎都不排斥国家在对外关系

中使用武力。

杰克·斯奈德 ( Jack Snyder) 认为，进攻性与防御性这两种观点都是

现实主义的变体，它们都接受安全通常是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最强烈

的行为动机的观点，但对于获得安全的最有效方式则有不同看法。② 约

翰·米尔斯海默 ( John J. Mearsheimer) 后来又继续深入研究，使得进攻

性现实主义广受学界重视。③ 米尔斯海默主张，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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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2．

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 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 ，pp. 11 － 12. 斯奈德在此书中便将现实主义分类为 “侵略性”
( aggressive) 与防御性两种，但直到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 2001 年发表专著以后，“进攻性现实主
义”的名称与概念才为人所知。
关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可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Norton，2001 ) 。其他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的观点可参见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Security Studies，Vol. 6，No. 4，
1997，pp. 1 － 49; Christopher Layne， “The‘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Security Studies，Vol. 12，No. 2，2002 /2003，pp. 120 － 164; 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 。
特别的是，莱恩教授虽然跟米尔斯海默同属进攻性现实主义一派，却未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对
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较为经典的评论可参见 Glenn H. Snyder，“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7，No. 1，2002，pp. 149 － 173; Richard
N. Rosecrance，“War and Peace，”World Politics，Vol. 55，No. 1，October 2002，pp. 137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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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中的结构理论。他认为，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证国家彼此安全的世

界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都主张，大国主要考虑的是如何

生存下去，但两者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则有所不同。对防御性现

实主义来说，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长的诱因，反而

会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权力平衡。但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中

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 ( 的无政府状态特性) 为国家牺

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强大的诱因，一国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

霸主。①

然而，就米勒的观点来说，当强权之间势均力敌而体系中又充满

外部威胁时，就会增加强权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可能; 当强权之间

势均力敌而国家外部环境缓和时，会鼓励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但就

实际状况而言，当体系中的大国彼此实力大致均等而又充斥威胁时，

国家应该不敢贸然扩张权力或采取进攻性作为，以免成为其他国家个

别或集体制衡的对象，反而应该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 当体系

中的大国彼此实力相差不大而又面对缓和的外部环境时，反而会鼓励

心怀不轨的大国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大战略趁机扩张，并期待其他国

家相互推卸责任。

在单边与多边手段的选择上，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忽视多边主义 /国际

制度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的重要性。② 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

海默就认为，国际制度并不能带来国际和平的保证，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

华尔兹 ( Kenneth N. Waltz) 则表示，国际制度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③ 基

欧汉也曾评论指出，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沃尔特 ( Stephen Walt)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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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 21．
关于多边主义 ( multilateralism) 与国际制度之差异的探讨，参见 John Gerard Ruggie，ed. ，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
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9，No. 3，1994 － 1995，pp. 5 － 49; Kenneth N.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5，No. 1，2000，pp. 18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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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研究承袭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而来，而新现实主义的最大缺陷就在

于忽略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① 由此对照米勒所提出 “防御性现实主

义相信安全可以经由相互依赖 ( 也就是多边) 而非单边方式达成”之观

点，② 对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现象与国际制度的效用经常提出质疑的华

尔兹恐怕不会同意。③

第二，案例与史实结合不符。米勒指出，美国在 1946—1950 年开

始改变策略，从原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因缺少外部威胁、本国

又有权力优势而采取的防御性自由主义战略，改为攻击性现实主义战

略，因其面临苏联在欧洲的强大攻击能力，并感受到了后者的侵略意

图。④ 然而，事实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便长期保持权力优

势。以核武器为例，美国 1945 年便将核武器用于实战，苏联则在 1949 年

才开始第一次进行核试爆，从 1978 年起才在核武器数量上超越美国。⑤

但是，就核武器的整体能力来说，苏联未必能占上风。⑥ 另据其他学者的

统计，在 1965—1991 年，虽然苏联与美国的军费开支互有领先，但在

苏联经济实力较差的情况下，其综合国力仍然不如美国。⑦ 米尔斯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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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No. 1，1988，p. 174．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4．
可参见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7;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pp. 14 － 18。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8．
苏联一直到 1949 年 8 月才首次进行原子弹试爆。参见 Robert Sherman，“Nuclear

Weapons，”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http: / /www. fas. org /nuke /guide / russia /nuke /
index. html; 有关美国与苏联 ( 俄罗斯) 之间核武力量对比的数据，参见 Ro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1945 － 2010，”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http: / /bos. sagepub. com /content /66 /4 /77. full. pdf + html。

I. C. Oelrich，“Sizing Post-Cold War Nuclear Forces，”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 / /www. fas. org /programs /ssp /nukes /doctrine /szngnuclearforces. pdf．

Christopher Davis， “Country Survey XVI The Defence Sector In The Economy of A Declining
Superpow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1965 － 2001，”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Vol. 13，No. 3，
2002，pp. 145 － 177，especially pp. 153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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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针对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苏联的整体实力在冷战期间完全不

是美国的对手 ( 见表 3) 。①

表 3 1945—1990 年超级大国的财富对比
单位: %

年份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美国 84 78 72 67 67 65 63 65 66 68
苏联 16 22 28 33 33 35 37 35 34 32

资料来源: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 74。

按照米勒的标准，既然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长期维持霸权

地位，应该采取的是自由主义战略，在权力优势不变的情况下，并不会转

向现实主义战略。米勒又表示，“9·11”事件及其所象征的高度外部威

胁，使得小布什 ( George Walker Bush) 政府从原先的现实主义倾向改为

进攻性自由主义战略。② 纵使冷战期间因为美国与苏联对峙而形成了两极

体系，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已成为唯一的全球霸权。按照米勒

的分类标准，不论是在 2001 年的 “9·11”事件前后，美国都应该会凭

借本身的优势地位，采取自由主义战略，另外则是根据外部环境威胁存在

与否来决定要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行为。米勒对于美国在 “9·11”事件

前的现实主义大战略描述，与其所提出来的衡量标准并不相符。

第三，分类上的偏差。米勒明显将外部威胁的程度视为体系层次的因

素，③ 其主要指涉的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出现。然而，同样的现象对于不

同国家来说，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并不一致，甚至可能会支持或同情恐怖分

子的抗争行为，这就是西谚所云 “对某人而言是恐怖分子，对其他人来

说则是自由斗士”。若干国家反而会认为美国的优势地位才是其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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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米尔斯海默认为，财富涵盖了权力概念中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而其在书中采用的“财富”
( wealth) 是一个直接的综合指数。数据来源请参见作者在书中的说明，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 71 － 74。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62．

Ibid. ，pp.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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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才会引起不同形式的制衡反应。① 更有学者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表

示，威胁感的变化可以经由相互主观的社会化过程建构起来，是一项被认

知 ( perceived) 的因素而不是给定不变的 ( given) 。② 由此可知，威胁存

在与否并没有客观的标准，米勒将外部威胁视为体系层次而非国家或个人

感受层次的因素，恐怕不符合一般的分类标准。

另一方面，米勒以针对敌方目标的差异———关注与对手的权力平衡或

国内政权———将国家所能采取的大战略区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

类。③ 然而，这两者却可能出现互为工具与目的的情况。当一国将 “改变

他国政权”作为目的时，可能想要通过削弱对手的实力，企图对可能造

成威胁的国家权力予以制衡; 当一国将 “维持权力平衡”作为大战略的

目的时，也可能会以颠覆或改变他国政权的手段来实现。④ 这样以针对敌

方目标的差异作为分类之标准就可能会失去评判性。

此外，米勒也指出，防御性自由主义会注重以多边的方式使用软实力来

促进民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制度，进而影响敌人的意识形态特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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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Stephen M. Walt，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 S． Primacy ( New
York: Norton，2005) ; 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Threat Perception，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Security Studies，Vol. 21，No. 2，2012，pp. 154 －191。
温特认为，国家或决策者对于“威胁”的认知理解，是一种行为者之间相互建构而成的

状态，涉及对主观意图和意识形态的评估。参见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 106。其他学者则认为，现实主义学者沃
尔特的观点实质上背离了新现实主义的假设，从物质能力分析转向了意识形态分析。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27。

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eds. ，US － 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 /11，pp. 9 － 11．
摩根索 ( Hans J. Morgenthau) 表示，其所使用的“权力平衡”一词之涵意包括: ( 1 ) 旨

在寻求某种态势的政策; ( 2) 实际存在的态势; ( 3) 近乎均等的权力分配; ( 4 ) 任何类型的权力
分配。参见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 New York:
McGraw-Hill，1985) ，p. 187。因此，“权力平衡”本身就兼有政策工具与目的之性质。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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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软实力的主要研究者约瑟夫·奈 ( Joseph S. Nye) 则强调，即便是

使用经济、文化、制度等手段来改变其他国家的政策，若采取的是强制 /

强势的行为，仍然不能被视为是软实力。① 软实力是使他人与自身目标一

致的能力，其重点在于笼络而非强制。② 因此，当一国即便采取多边的手

段通过国际制度来促进若干价值观的传播时，如果以强制高压的手段来迫

使其他国家接受，而不能吸引目标国家主动追随，并不能被认为是软实力

的运用。

二、对 “进攻性自由主义”论点的重新思考

米勒所提出的 “进攻性自由主义”论点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瑕疵，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对 “现实主义 vs. 自由主义”以及 “进攻性 vs. 防御

性”这些概念所提出的分类方式过于简化或出现偏差所致。本文接下来

将重新探讨这两组概念内部的差异，并以介绍不同立场学者之间的争论为

主，凸显彼此的差异性。

( 一)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经历过数次内部辩论以及与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③

66

①

②

③

Joseph S. Nye，“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March 1， 2006， http: / /
yaleglobal. yale. edu /content / think － again － soft － power．

Joseph S. 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 8 － 9．
参见李永成: 《霸权的神话: 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 2007 年版; 于铁军: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世界经济与
政治》2000 年第 5 期，第 29—34 页; 刘丰、张睿壮: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
政治科学》2005 年第 4 期，第 109—131 页;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0 ) 。关于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可参见
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51，No. 3，Summer 1997，
pp. 445 － 477; Michael E. Brown，et al. ，eds. ，Offense，Defense and War ( Cambridge，Mass. : MIT
Press，2004) ; Jeffrey W. 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5，
No. 3，2000，pp. 128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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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修正与发展成为研究国际政治的一种一般路径或范式，而不是单一的

理论。① 虽然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像现实主义一样都具有多面性

( multifaceted) ，而其核心概念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则是有争议性的。② 迈

克·多伊尔 ( Michael W. Doyle) 更曾坦率地指出，并不存在对自由主义

的权威解释。③ 查尔斯·凯格利 ( Charles W. Kegley) 则表示，尽管自由

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主张，但这些学者们的观点并非彼此排斥而无法

兼容。比如，共和自由主义与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基本上是相互利益的产生

者 ( generators) ，认知、社会和制度自由主义则倾向于成为合作的促进者

( facilitators) 。④

由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彼此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互批

判与修正，逐渐出现了趋同的现象，被其他学者称为 “新新综合” ( neo-

neo synthesis) 。⑤ 基欧汉本人在针对国际制度的研究路径中也将新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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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Preface，”in Michael E. Brown，et al. ，eds. ，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Cambridge，Mass. : MIT
Press，1995 ) ，p. ix;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Vol. 6，No. 1，1996，p. 18. 事实上，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套用在其他
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上，即便是同一学派内部，学者们的意见彼此仍然存在些许差异。如果现
实主义学派内部可以容许对国家行为预测与推论的不同观点并存，那么也应该承认其他学派

内部可以存在对同一主题的不同看法。如: 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于何种因素可以促进国际合作
或和平的出现。

Arthur A. 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p. 7，footnote 6．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No. 4，1986，p. 1152．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5) ，p. 122．

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in Steve Smith，et al.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149 －
185. 关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焦点，另可参见 Charles W. Kegley，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i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 ;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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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样视为 “理性主义”。① 米尔斯海默曾指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基欧汉等人提出的自由制度主义确实对现实主义作出了区

分，但在 1988 年和 1991 年分别由两位现实主义学者提出反击之后，基欧

汉等人的观点似乎被现实主义吞并了，最后出现的自由制度主义只不过是

现实主义换个名称罢了。② 即便如此，大卫·鲍德温 ( David A. Baldwin)

仍然认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与结果、国际合作

的条件、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国家的优先目标、意图与能力何者较为重

要、制度与规制 ( regimes) 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差异。③

基欧汉则表示，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固然主张国际制度需要得到

霸权支持才容易建立，但并非所有的国际制度皆需要依赖霸权而存在。国

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如果能符合多数国家的需要，就能在霸权衰落之后

继续存在。④ 他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的国际制度研究主要是从供给的角

度出发，认为只有在符合强权利益的情况下，国际制度才会出现。但这样

的观点却忽略了其他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需求，尤其是制度具有促进信息

流通、增强互信、降低交易成本等特性，因而能有助于国际合作。⑤ 作为

现实主义主要挑战者的自由制度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主张，现实主

义过于强调国际冲突而低估了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基欧汉认为，他

的许多著作都谨慎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国家理性假设，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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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 O. Keohane，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32，No. 4， Dec. ，1988， pp. 379 － 396; 另 可 参 见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0，No. 1，1995，p. 39。

John J. Mearsheimer，“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0，No. 1，Summer 1995，
p. 85; 两位现实主义学者的著作分别是: Joseph M.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pp. 485 － 507;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Vol. 43，No. 3，1991，
pp. 336 － 366。

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Neorealism，and World Politics，”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i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chapter 1．

Robert O. Keohane，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especially chapter 3．

Robert O.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No. 2，1982，pp. 325 －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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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即使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下也可能发生。① 国家之间为了达成军事安全

合作而形成的联盟就属于国际制度的范畴，不论是持久性还是力量，都部

分地取决于它们的制度特征。②

对于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研究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风潮，③

米尔斯海默曾经批评指出，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制度基本上只是反映世界权

力分配的结果，那些制度建立在强权自利的计算之上，对于国家行为只有

有限的影响，因而几乎无法对促进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稳定提出什么保

证。④ 正是由于新现实主义学者们对国际制度功能的忽视，当美苏两强对

峙的冷战结束之后，华尔兹于 1990 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

证会上表示，北约正在消失，即使其名称可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在多

长的时间里还足以被视为重要的制度则是一个问题。⑤ 米尔斯海默也曾经

预测，苏联的威胁维系着北约的存在，一旦苏联瓦解，美国可能会放弃欧

洲大陆，由其主导四十多年的防御联盟也可能会解散。⑥ 然而，后冷战时

期的北约不但没有瓦解，更经历了 3 次东扩，吸收了许多原属于共产主义

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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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Robert O. Keohane，“Empat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ne J. Mansbridge， ed. ，
Beyond Self-Interest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 ，pp. 227 － 228. 事实上，利己主义
和国家理性假设并非 ( 新) 现实主义的专利，新自由主义亦持同样的观点，因而两者皆被视为国

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阵营。
Robert O.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 15．
主要可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 ) ; Volker Rittberger ed. ，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East-West
Politics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1990) 。

John J.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 7．
Kenneth N. Waltz，US Congress，Senate，“Rel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102nd Congress，1st Session，November 26，28 and 30，199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 C. ，1991，p. 210． 转引自 Gunther Hellma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Security Studies，Vol. 3，
No. 1，1993，p. 17。

John J.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5，No. 1，1990，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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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米尔斯海默针对国际制度的批判，基欧汉反驳指出，制度的重要

性并不表示其总是具有较高价值，更不用说它们能在不涉及权力和利益的

情况下运作，而足以成为解决暴力冲突的万灵丹，或总是能降低战争的可

能性。对国际制度提出太多要求确实是个 “虚假的保证”，但在互惠基础

上运作的国际制度将会是任何长期和平的要素。① 换言之，米尔斯海默等

人对于国际制度的期待与新自由主义学者不同，因而产生了国际制度对国

际和平的保证为虚假之推论。事实上，国际制度的保证在于促进合作，并

不必然是和平，因为国际制度也会有助于试图发动攻击的国家在侵略行动

上的沟通与合作。

一方面，对于现实主义学派特别重视的权力因素，新自由主义学者也

并未忽略，但更关注权力的不同面向及其影响。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开始，约瑟夫·奈就对国际关系中的 “权力”概念作了深入探讨，将国

家权力划分为“硬实力” ( hard power) 与 “软实力” ( soft power) 两种

类型。前者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权力的普遍认知，是指实际上具

体的军事或经济力量等资源，能经由强迫而改变其他行为者的意愿。后者

则是使他人与自身目标一致的能力，其重点在于笼络而非强制。③ 软实力

有时又被称为 “形塑的权力” ( co-optive power) ，指塑造他人意念的能

力，而且有赖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通过对政治议程的操纵而使

得其他行为者无法表达其偏好。④ 后来，奈又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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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p. 50． 米尔斯海
默的批评观点，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p. 5 －49。
可分别参见基欧汉与奈的学术研究成果，Robert O. Keohane， “Curriculum Vitae，”Princeton

University，http: / /www. princeton. edu / ～ rkeohane /cv. pdf; Joseph S. Nye， Jr.， “ Profile，” Harvard
University，http: / /ksgfaculty. harvard. edu /Joseph_ Nye。
参见 Joseph S. Nye，“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No. 2，1990，pp. 177 － 192; Joseph S. 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pp. 8 － 9。

Joseph S. Nye，“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p. 181 － 182. 在奈的著作中，soft
power和 co-optive power有时会交互使用，甚至有混用 soft co-optive power 的情形，除此引文之外，
亦可参见 Joseph S. Nye，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 New York:
Basic Books，1990) ，pp. 31 － 33，191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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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提出 “巧实力” ( smart power ) 的观点。他认为，美国要获得

成功的关键在于更深入理解软实力的作用，并在外交政策中发展出硬

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更巧妙的平衡关系。①硬实力———基本上是指军事

和经济实力 ( 即强制与报偿) ———固然重要，但并无法转化为今日世

界上的影响力。理查德·阿米蒂奇 ( Richard Armitage ) 则表示，当前

美国所遭遇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受全球化冲击的民众、

亚洲地区的关系变动等，都无法仅靠硬实力来解决。因此，国家只有

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资源有效结合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影响力，去改

变他者的行为以获取自己期待的结果。②这种对于权力概念分类上的不

同，也成为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异。

综合而言，现实主义学派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分支，其观点也互有差

异。但有学者分析指出，现实主义学者彼此之间仍然具有基本的共识。一

般认为，这些共同的核心信念或假设包括: ( 1) 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

要的行为体; ( 2) 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中央权威执行协议或保证安全，

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手段保护利益; ( 3 ) 国家寻求最大化权力或安全;

( 4) 为了获得权力或安全，国家普遍采取理性政策; ( 5 ) 国家倾向依靠

威胁或使用武力确保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目标; ( 6) 多数现实主义者相信，

国际体系———尤其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基本模

式的最重要因素。③

另一方面，由上文说明可知，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大多是在与现

实主义争辩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近来，有学者质疑，当前学界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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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oseph S. Nye，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4) ，p. 32，147; 另可参见 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Vol. 83，
No. 2，2004，pp. 131 － 142。

Joseph S. Nye，Jr. ，and Richard Armitage，“Smart Power，”American Interest，Vol. 3，No. 2，
2007，pp. 34 － 41; 另可参见 Joseph S. Nye，Jr. ，The Future of Power (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especially chapter 1。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et al. ， eds. ，
The Perils of Anarchy :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p. ix． 但该书作者也指出，
有的现实主义者将权力视为目的，有的则将权力视为获得安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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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的界定标准过于空泛含糊，特别是将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可

能性以及国家内部因素或非国家行为体等在国家对外关系上会产生影

响的观点都划归自由主义阵营。但是，这样并不足以作为符合社会科

学 “范式” ( paradigm ) 或 “研究纲领” ( research program ) 意义的一

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① 然而，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仅仅是厘清现实

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自由主义学派而言，

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其共同基础: ( 1 ) 除了国家以外，跨国公司与

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② ( 2 ) 国际体系

虽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并不必然会出现混乱，仍然可能有秩序与稳

定存在; ( 3 ) 权力的性质与作用产生扩散，尤其在复合式相互依赖

的脉络下，军事权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性角色降低，要视问题的领

域来选择合适的权力工具; ( 4 ) 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彼此之间并

不必然会发生冲突，出于追求 “绝对收益”的动机，只要能从参与

合作中获利，就有相互合作的可能; ( 5 ) 议题之间的等级界限模糊，

军事安全议题与其他议题一样重要; ( 6 ) 重视国际制度、国际组织

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在促进国际合作上的

作用。

由于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合作的悲观倾向，大多强调国家之间必须要

相互竞争以求生存，这种观点连带使得学者相互批判与修正彼此的论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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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rian C. Rathbun，“Is Anybody Not a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iberal?”Security Studies，
Vol. 19，Issue 1，2010，pp. 2 － 25．
基欧汉便认为，惯例 ( conventions) 、制度 ( regimes) 和国际组织 ( organizations) 三者是

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在实际上并不那么明显。组织和制度在理论分析中可以
分开，但在实践中却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而已。参见 Robert O.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 5。
参见 Stephen G. Brooks，“Dueling Realisms，”pp. 445 － 477; John A. Vasquez，“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91，No. 4，1997，pp. 899 －
91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 Upper
Saddle River，N. J. : Prentice Hall，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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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此，自由主义学者的多元性反倒具有互补共存的效果，其共同

目标就在于探求促进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可能性。

( 二) 进攻性与防御性之辨

斯奈德指出，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都认为，在国际体系无政

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强大的动力，但是他们对于国家获得安全的最有效

途径却抱着相反的观点。①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当国家最大化地追求

权力时，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不论是针对其权力累积的忧虑或是所

展现出的侵略意图，因而国家只能最大化地追求安全。但进攻性现实主义

学者米尔斯海默则表示，要最大化地得到安全，就要最大化地占有世界

权力。②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阵营中，由于对美国的国际地位认知不同，学

者之间也出现不同见解。克里斯托弗·莱恩 ( Christopher Layne ) 自认

为是 “强劲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 robust offensive realism) ，并将米尔斯

海默视为 “节制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 diet offensive realism) 。③ 莱恩进

一步质疑，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大战略理论，一种是针

对欧亚大陆强权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另一种是针对海上大国的防御

性现实主义理论。④ 前者指的是由于欧亚大陆强权彼此邻近，必须激烈

竞争权力才能自保，所以会出现相互制衡的局面。但后者则建议诸如

英、美等海上大国只要维持优势地位或将制衡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

即可。⑤

对于采取进攻性行为的动机，斯蒂芬·范·埃弗拉 ( Stephen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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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pp. 11 － 12．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 410．
Christopher Layne，“The‘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pp. 128 － 129．
Christopher Layne，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pp. 23 － 24，213，footnote 45，46．
Ibid.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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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a) 认为，国家经常夸大抢先行动所能带来的利益，于是它们便会根

据这些错误的认知采取引发战争的政策。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本身是良

性的，其对侵略扩张的制约效果将明显大于刺激的效果，基本上不会引发

战争，但被人们所认知的权力结构经常是恶性的，这才解释了大量的战争

为何发生。① 当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强权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

军事力量、其他国家的意图永远无法确认、生存是强权的首要目标、强权

是理性行为体等五项命题假设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强权相互间进攻性地

思考与行为创造了强大的吸引力，尤其会出现三种普遍行为模式: 畏惧、

自助、权力最大化。②

兰德尔·施韦勒 ( Randall L. Schweller) 则将国家偏好这一变量纳入一

国外交政策的考虑中，并反驳指出具有维持现状偏好的国家才会选择制衡

对手，以免破坏现状能带来的利益。但是对于试图改变现状的国家

( revisionist) 来说，正是由于对现状不满，选择“追随” ( bandwagon) 或

接受追随才能聚集更大的权力以获取冲突后的利益。③ 同时，施韦勒一方

面批评现实主义具有 “维持现状”的偏见，④ 另一方面还认为防御性现实

主义学者沃尔特将 “追随”定义为 “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与

一般用法出现落差，因为其本意是指 “追随潮流、流行趋势或加入有可

能获胜的一方”，意味着积极追求利益而非消极避免风险。⑤ 对于想要改

变现状的国家来说，追随另一个崛起的改变现状的强权并与其缔结联盟只

会威胁到那些维持现状国家的利益，对自己并不会构成威胁，因此他提出

了“利益平衡” ( balance of interest) 的观点，说明国家往往是在考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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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 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p. 6．

Ibid. ，pp. 30 － 32．
Randall 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9，No. 1，1994，pp. 72 － 107．
Randall L. Schweller，“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Security Studies，

Vol. 5，No. 3，1996，p. 90．
Randall 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p. 81; 沃

尔特的定义参见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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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关系后选择了追随强权来获取和确保利益。①

然而，在真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是否愿意维持现状并非完全由该国

主观认定，往往还牵涉与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差距。如果综合考虑到国家

实力差距与对外政策倾向，当本国与弱国或强国的倾向相同时，便会出现

可以合作的契机，强国将接受弱国的追随，不论是一起维持现状或改变现

状。相反，当本国与弱国或强国的倾向不同时，便会彼此视为威胁而可能

引发相互攻击制衡。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互动关系可如表 4 所示。

表 4 国家实力差距与对外政策倾向对国际互动关系的影响

本 国

对手实力 国家倾向 维持现状 不满现状

强 国
维持现状 追随加入① 受到制衡或被迫追随

不满现状 受到制衡挑衅 追随以制衡其他强国②

弱 国
维持现状 接受追随 制衡或强迫弱国追随③

不满现状 制衡或强迫接受追随 接受追随

注: ① 施韦勒表示，“感到满足的国家会加入维持现状联盟，即便其为较强的一边” ( Satisfied
powers will join the status-quo coalition， even when it is the stronger side )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p. 88。

②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倒向希特勒德国一方，两国都是不满现状的国家。Ibid. ，p. 87。
③ 试图维持现状的弱国还可能采取远离威胁的措施，以免被卷入战争。Ibid. ，pp. 102 － 103。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灰色底纹区块才是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关系。

实际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否会遭遇制衡与追随现象，仍要依本身

及相关国家的权力增长情况而定。大卫·菲亚门吉 ( Davide Fiammenghi)

也指出，随着国家能力增长的阶段不同，其所面对的安全外部性———即该

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会经历吸引追随、引发制衡、再度吸引追随

等阶段，这种国家所遭遇到的 “安全曲线” ( security curve) 正好整合了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单极现实主义 ( unipolar realism) 的

57

① 另可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9，No. 2，2004，pp. 159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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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① 米勒认为国家感受威胁的程度决定了其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的安

全战略。当外部环境充满高度威胁时，国家会采取进攻性作为。② 这样的

区分，一方面偏离了攻守之辨的本意，忽略了国家可能因为实力不足，在

感受到外部威胁时，反倒宁愿采取防御性作为以保存实力而不敢贸然攻

击。另一方面也过度简化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 本国相对

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是否要维持现状的政策倾向、国家所感受到的国

际互动关系之好坏 ( 威胁感之有无) 等。

依照本文初步研究的结果，当国家之间有相同的倾向时，不论彼此

是否有权力差距，至少都不会相互感受到威胁，反倒可以出现合作的契

机，有可能共同采取防御性维持作为现状，或采取进攻性扩张而联合制

衡他国以改变现状。如果要提出 “进攻性自由主义”的分类，我们应

该回归国际关系理论 ( 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内部) 对进攻性与防御性

之辨的探讨，用相同的标准对国家采取不同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差异加

以区别。

三、“进攻性自由主义”的新见解

米勒曾以针对敌人的目标在于改变权力平衡或国内政权以及国家

相对于竞争者的权力优势高低作为区分国家采取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

大战略的标准。③ 但是，一方面，改变与敌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或进

而改变其政权，这两者极易出现互为政策工具与目的的混淆; 另一方

67

①

②

③

Davide Fiammenghi，“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5，No. 4，2011，pp. 126 － 154．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p. 36 － 37．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and the War in Iraq，”pp. 32 － 36; Benjamin Miller，“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eds. ，US －
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 /11，pp. 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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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有一些现实主义学者转从国家内部因素来分析国家大战略的选择

与变化。① 因此，不适合以针对敌人的目标来区分国家采取现实主义或自

由主义大战略的差异，而应提出其他指标。

本文认为，要简易辨别国家采取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大战略的主要差

异，在于该国如何评价不同权力性质的有效性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由于

新自由主义学者并未主张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 “放弃或排除”使用武力，

基欧汉与奈所提出的 “复合相互依赖” (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的理想

模式也仅主张军事力量在其中扮演次要角色 ( 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 。② 更有学者认为，因为自由主义传统上重视人权、和平、民主、

市民社会等价值，当这些价值受到威胁时，民主国家便可能运用军事力量

来自我防卫、预先攻击或预防性自卫、参与民主国家之间的集体自卫、执

行不介入政策、协助其他国家等。③ 因此，当国家主张军事权力的优越性

高于其他手段，而且经常忽视国际制度的作用而采取单边主义时，则可被

视为现实主义; 若国家主张军事力量是次要手段，主要还是依靠其他权力

手段或多边制度来产生政策影响力的话，便可被视为自由主义。

依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厘清其他的复合观点。近来有学者提出

“软制衡”的概念，指涉的是在单极国际体系中，弱小国家利用国际机制

否决或牵制美国霸权的政策、透过区域一体化来加强相互的合作关系以减

77

①

②

③

参见 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 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 ;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 Jeffrey W. 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pp. 464 － 495; Jeffrey
W. 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 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 Princeton，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 ; Randall 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 Princeton，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2006) 。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New York: Longman，
2001) ，3rd ed. ，pp. 23 － 25．

B. K. Greener，“Liberalism and the Use of Force: Core Themes and Conceptual Tensions，”
Alternatives，Vol. 32，No. 4，2007，pp. 295 －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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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美国的影响力、拒绝出借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以及援助美国的敌对国家

等。① 乍看之下，“软制衡”似乎与运用软实力制衡对手有关，应归属于

新自由主义阵营。然而，如果进一步思考，一方面软实力固然经常和制

度、理念、价值、文化等因素相关，但我们并不能以权力资源的形式来区

分硬实力与软实力，因为通常与硬实力相关的物质资源也可能因为所处情

境和被运用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关键在于能否产生吸引而非强

制的影响力; ② 另一方面，“软制衡”现象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类型的国

际体系中，或是由大国对小国来实施，也许还更符合成本效益或正当性，

以减少反弹或批评的声浪。但小国则往往受到综合国力的先天限制，在政

策选项上仅能通过软制衡途径来试图改变大国的作为。③ 因此，从国家采

取“软制衡”的动机主要仍在于间接迫使而非吸引他国改变行为的脉络

看来，这应属于现实主义的行为。

此外，有学者主张美国应通过军事手段来推广民主价值和保障人权，

并将此见解称为“民主现实主义” ( democratic realism) 。④ 在这一概念中，

国家的军事力量成为主要手段，虽然抱持了推广民主与人权之目的，但事

实上却不能排除国家为了实质利益而单边使用武力的考虑，因此仍然属于

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反之，如果强调国家以国际制度的建立与调整作为

手段，但试图积极改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现状时，便成为了本质上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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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obert A.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0，
No. 1，2005，pp. 7 － 45． 其他相关文献可参见同期 《国际安全》期刊的文章，以及 Stephen
M. Walt，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 S． Primacy，chapter 3。

Joseph S. Nye，Jr. ，The Future of Power，p. 21．
参见 Kai He and Huiyun Feng，“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 S． Policy Toward China，”Security Studies，Vol. 17，No. 2，2008，pp. 363 － 395。
Charles Krauthammer， “ Democratic Realism，”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ttp: / /

www. aei. org / files /2004 /03 /01 /20040227_book755text. pdf; David W. Yang，“In Search of an Effective
Democratic Realism，”SAIS Review，Vol. 25，No. 1，2005，pp. 199 － 205; “民主现实主义”是由美国
新保守主义学者提出的概念，相关争论另可参见 Charles Krauthammer，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 Washington， D. C. : AEI Press， 2004 ) ; Francis
Fukuyama，“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The National Interest，No. 76，2004，pp. 57 － 68; Charles
Krauthammer，“In Defense of Democratic Realism，”The National Interest，No. 77，2004，pp. 15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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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阵营的 “进攻性自由主义”。在国家实施这种大战略的过程中，

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手段，但仍可作为确保政策实践的重要支持。此时该

国的政策目的可以涵盖推广民主与人权价值、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或

改变物质权力的分配，重点在于 “国家实践政策的手段或工具”以及

“对国际体系权力分配 ( 现状) 的看法”彼此的组合，而非仅以大战略或

对外政策诉求来认定，如表 5 所示。

表 5 国家采取不同大战略的组合模式

对国际体系权力分配( 现状) 的看法

不满足 /改变现状 满足 /维持现状

国家所采取的手段
硬实力 /单边 进攻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

软实力 /多边 进攻性自由主义 防御性自由主义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根据上述说明，由于进攻性与防御性行为的差别在于国家是否想要

改变现状，这种现状一方面是国家本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

则是其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结果。当国家想要积极改变现

状，不论是提升本国地位或对外投射能力以改变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结果

时，便可以被视为采取进攻性行为; 当国家试图维持现状时，则采取的

是防御性行为。纵使霸权可能会为了要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权力平衡

或避免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而介入区域冲突。① 但在这种情形下，霸权

介入的动机仍然主要是出于维持现状的目的或避免现状遭受改变，因此

应被视为防御性行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该霸权所采取的武

力 /冲突 /单边手段或国际制度 /和平 /多边手段将其划归为现实主义或自

由主义大战略。

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生存在国际体系中缺乏安全感，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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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Jeffrey W. 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pp. 14 － 17，作者自认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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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权力并成为唯一的强权霸主时才能避免遭受其他大国的攻击，因

此，国家不会满足于既有的权力与地位。然而，这种逻辑却成为了 “自

我实现的预言”。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担心会遭受其他国家的攻击，因此

穷兵黩武地追求军事权力，反而造成安全困境，激发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

感，塑造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大国政治悲剧，自然会促使

国家积极对外扩张，到头来又加大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说，进

攻性现实主义鼓励或认为国家极度依赖军事力量作为工具，采取改变现状

的积极作为来影响、控制其他国家，在获得权力优势后，才足以维持本国

的生存。

然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固然同样认为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

下的国家生存没有保障，但国际制度却可以发挥治理的效果，也可以经由

民主价值的传播与经贸相互依赖联系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降低彼

此冲突的可能。但 “进攻性自由主义”则特别强调国家可以采取改变现

状的积极作为来影响或鼓励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并允许或给予参与国家适

度的奖励及协助，以开创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秩序与优势地位。① 进攻性现

实主义与进攻性自由主义的主要异同点如表 6 所示。

表 6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自由主义的主要异同点

类 型 使用手段 动 机 追求目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 硬实力 /单边

进攻性自由主义 软实力 /多边
改变国际权力分配之

现状或秩序

1. 安全与利益
2. 本国优势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08

① 这正是“合作型霸权”的概念，参见 Thomas Pedersen， “Cooperative Hegemony: Power，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28，No. 4，2002，
pp. 677 － 696; Gordon Mace and Hugo Loiseau，“Cooperative Hegemony and Summitry in the America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 47，No. 4，2005，pp. 107 － 134; Mary Farrell，“The EU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terests，Preferences and Structural Power，”in Erik Jones and Amy Verdu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and Analysis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28 － 148。另可参见奈的观点与政策建议，Joseph S. Nye，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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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与案例

笔者认为，“进攻性自由主义”是在承认国际制度能发挥效用的基础

上主张: 当国家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既有国际秩序运用权力与国际制度加

以改造或创建时，采取了改变现状的积极作为。“防御性自由主义”则强

调，既有的国际制度具有拘束力，国家基于自利的动机出发，为了有效降

低交易成本而愿意参与、遵守制度。

然而，从米勒教授的著述看来，他似乎将自己的 “进攻性自由主义”

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同义词。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只是作为中

介变量而存在，但直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却又遭遇到

“9·11”事件，在面对高度外部威胁环境下，才真正促成了进攻性自由

主义大战略的出现。① 换言之，米勒教授对于美国在 “9·11”事件后的

大战略行为所提出的解释其实只是陈述另一种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反倒脱

离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立场，吸收了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思

想。② 尽管这两者在某些概念与精神上确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

其他学者也指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议程创造出冲突和不安全的

气氛，并强化了新现实主义者的论点，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位

置决定了国际合作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自助才能获得最大帮助”的

观点反倒成为许多国家偏好的政策选项。小布什政府的政权更迭和以武力

促进 民 主 化 的 政 策 已 经 明 显 地 侵 害 了 自 由 制 度 主 义 (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的基本前提。这种单边行动鼓励其他强国去侵略他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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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enjamin Miller，“Is Peace Possible—and How: The Four-Fold Response of IR Theory，”pp. 174 －
175; Benjamin Miller，“Explaining Changes in U. S． Grand Strategy: 9 /11，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pp. 61 －62．
有学者认为，新保守主义融合了政治学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点。参见 Irving Kristol，

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 Chicago， Ill. : Elephant Paperbacks，1999 ) ; 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1945 － 1994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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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邻居。小布什政府的侵略性单边主义更加深了美国和其对手的歧

见。① 美国国防部在“9·11”事件后所公布的 2001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

告》也特别强调，以往建立在“威胁评估基础” ( threat-based) 上的防务

计划已不符合当前需要，必须采取 “能力评估基础” ( capabilities-based)

的策略，更加注重任何敌方可能透过奇袭、欺骗与不对称战争的攻击能

力，而非仅关注在敌人可能是谁或战争会在哪里发生的威胁。为此，美国

必须维持在关键区域的军事优势，并将本国及盟国的意志强加于任何敌人

之上。这种决定性的打击可以涵盖改变敌国政权或占领外国领土，直到美

国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② 在 2006 年的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

进一步指出，由于以往面对的是单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威胁，现在则转变为

来自分布式网络的多元复合挑战，因此更应加速促进国防转型，以便因应

未来的局势发展。③ 由此可见，共和党小布什政府积极通过单边运用军事

力量对外施展影响的政策，符合一般学者及笔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进攻性

现实主义战略。米勒教授所论述的 “9·11”事件后美国进攻性自由主义

倾向，实际上仍应被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大战略，如此才符合国际关系理

论的既有脉络。

笔者初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行为最符合前述

所谓“进攻性自由主义”模式，亦即 “通过改变现状的积极作为来吸引

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并让参与者适度分享利益，以建立有利于本国的国际

秩序与优势地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牺牲惨重，战争结束之

初，国际局势虽暂告缓和，但百废待举。约翰·伊肯伯里 ( G. John

Ikenberry) 认为，重大战争结束之后，胜利国家会有诸多选择。战争造成

的破坏与旧有秩序的瓦解为建立新的基本规则与组织安排提供了机会。此

28

①

②

③

Mohammed Nuruzzaman，“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fter 11
September 2001，”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45，No. 3，2008，p. 209．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 / /www. defense. gov /
pubs /qdr2001. pdf，pp. 4，13．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 / /www. defense. gov /
qdr / report / report2006020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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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领导国家有三种广泛的选择: ( 1) 运用权力主宰弱小和战败的国家;

( 2) 抛弃其他国家，并专注本国事务; ( 3) 运用具有控制性的权力地位

获取认可，并参与相互接受的战后秩序。其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持久而具有

正当性的规则与安排，以服务于领导国家的长期利益。①

乔治·凯南 ( George F. Kennan) 在 1947 年提交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

中指出，由于战争对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有着破坏性的影响，美

国援助欧洲的努力的目的并非在于直接对抗共产主义，而是要恢复欧洲社

会的经济健康与活力。短期而言，美国应该立刻采取有效而引人注目的行

动，来终止西欧的经济瓦解，并建立起美国可以且将会在解决方案中发挥

适当作用的信心。② 美国总统杜鲁门 ( Harry S. Truman ) 在 1949 年 1 月

的就职演说中也强调上任之后的四大目标，包括: ( 1 ) 持续坚定支持联

合国与相关机构; ( 2) 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计划; ( 3) 强化爱好自由

国家对抗侵略的力量; ( 4) 果断运用先进科学与工业对不发达地区的发

展作出贡献。③ 正是受到这些因素的鼓舞，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先后于 1948 年和 1949 年成立，使得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建

立起坚定的合作关系，不但保障了欧洲地区的稳定，更进一步确保了美

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与权力优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虽然美国成为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具

有绝对优势的国际地位，但当时面临的国际现状却是缺乏秩序的不稳定

局势。在往后的几年间，美国设法在全球先后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会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重要的国际组织，建立起符合自身利

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扩展影响力。在亚洲及欧洲地区，美国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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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G. 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 Princeton，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pp. 50 － 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The 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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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边或多边联盟关系的发展，介入区域安全事务，建立起围堵共产

主义的阵营。这些政策做法都是运用国际制度来塑造同时有利于自己与

他人的国际秩序，以吸引更多国家的支持及参与，并非仅凭借单边运用

军事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由于美国建立了多层次协约与伙伴关系的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维持了市场开放，维系了西方民主国家团结，营造出跨

区域的安全共同体，并提供了安全，拥护有共识的规则和制度，引导了

开放的世界经济，其他国家则给予支持，这就是由美国所领导而具有自

由主义特征的霸权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激发了权力、财富稳定和安全，

这些因素都使得西方国家在冷战中获得胜利。①

美国建立起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秩序，次等和弱小的国家得到了不会被

剥削的制度化保证。霸权国家为了谋求权力优势的持续，便有了自我克制

并寻求被其他国家接受的动机。② 其他学者也表示，战后的美国领导阶层

谨慎地营造出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以确保本身的安全与繁荣。

美国在战后追求积极的经济外交政策，是因为其享有可发挥领导全球经济

的手段与意志。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在相对实力和物质能

力上的大幅提升，决策者们以霸权的方式建立起能促进美国政治、经济和

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进而控制了国际体系。④ 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可以

说是采取了进攻性自由主义大战略，以国际制度与优势国力 ( 而非仅依

赖军事力量) 创建了有利于自身及友好国家的国际秩序。

此外，民主党的奥巴马 ( Barack Hussein Obama Ⅱ) 在 2009 年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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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后，一反前任政府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反倒也表现出了 “进

攻性自由主义”倾向。由于美国国内约自 2005 年起开始产生房地产泡沫

与次贷问题，进而导致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形成，削弱了美国的优

势国力。因此，奥巴马政府在 2010 年发表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就明确表示，其目标在于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 (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以便能更有效地增进美国在 21 世纪的利益。为此，美国将

在国内充实国力基础，同时也要塑造足以面对当前挑战的国际秩序。由于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创建新的国际结构方面承担了领导角色，有助于维持和

平与促进繁荣，尽管当前的国际制度仍存有缺点，但我们不应视而不见，

反倒必须通过参与来强化国际制度，并激发集体行动来服务于各国共同的

利益。① 希拉里·克林顿 ( Hillary Rodham Clinton) 也在被提名为国务卿

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要通过能够强化国家安全、增进

利益并且反映价值观的外交手段来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必须运

用“巧实力”，选择一种或综合多种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

化的手段，来因应各种情况。② 其中的“巧实力”概念正是由新自由主义

学者约瑟夫·奈所创。另外，即便在有关本土安全的议题方面，奥巴马政

府也强调，美国利益与国际体系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安

全、繁荣，对普世价值的广泛尊重，以及促进合作行为的国际秩序。为了

要增进这些利益，美国将会强化国内基础，整合各种国家权力，并以互利

互敬为根基而强化和巩固各国权利与义务的国际秩序。③

由于奥巴马上台时，美国仍陷入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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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ion 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 S． State
Department，http: / /www. state. gov /secretary / rm /2009a /01 /115196. htm; 另 可 参见 Joseph S. Nye，
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 89，
No. 6，November /December 2010，pp. 2 － 12。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Quadrennial Homeland Security Review Report: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Secure Homeland，” February 2010， http: / /www. dhs. gov /xlibrary /assets /qhsr _
report. pdf p. 5．



国际政治科学 ( 2013 年第 1 期)

中，又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影响，虽然继续保持着军事实力的相对优

势，但对其他新兴国家的实力增长仍感到不安。① 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强

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合作与对话，② 希望能共同处理国际关系的多元

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制度的建立与调整试图影响国际局势的

发展，进而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塑造有利于延续优势综合国力的安

全环境。③ 基本上，奥巴马政府仍然是偏向 “通过改变现状的积极作为来

吸引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并让参与者适度分享利益，以建立有利于本国的

国际秩序与优势地位”，因此可被视为采取了 “进攻性自由主义”大战

略。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的大战略行为与近年来奥巴马政府相较，最主要

差异在于，前者是大规模且全面地在全球创建各类型国际组织与机制，并

建立对抗特定国家的军事联盟体系，后者则是对既有的国际制度作出修正

与调整，并积极与主要大国展开安全对话，以扩展合作的可能性。

五、结论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内部及不同学派之间的数次交锋，涌现出丰

富的学术成果。现实主义学派后来衍生出了不同分支，虽然学者们的意见

各有不同，但就整体而言，对于国际关系的诸多现象确实提供了较强的解

释能力。新现实主义学者华尔兹也曾表示，理论的解释能力而不是其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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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才是其成功的标准。① 米勒教授将国家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政策作为

加以区分，并结合了国际体系与国内因素，创新地提出了 “进攻性自由

主义”的观点，并对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大战略选择加以解释说明。

然而，当我们将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争论已久的攻守之

辩，以及米勒所提出划分国家采取进攻性或防御性作为的标准相对照时，

便发现其偏离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用法。即便以米勒教授自己提出的美

国采取不同大战略选择之分类标准来审视其案例，也与部分事实出现落

差。更进一步说，米勒教授对美国在 “9·11”事件后的大战略行为所提

出的观点只是将新保守主义理念换个方式陈述，反倒脱离了新自由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学派的立场。

不可否认，国家采取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大战略在实践中有时并不容

易清楚区分。小布什总统就曾指出，美国不但拥有强大的力量，还要通过

联合那些有能力且有意愿的国家来促进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以遂行国

家安全战略。② 即便在奥巴马上台后，也并未放弃采取单边行动来捍卫国

家的权利。③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处于 “自由信条”的指导

下，这反过来要求其保持现有的优势地位。如果要长期在海内外有效地促

进自由，美国必须维持在世界上压倒性的军事优势。④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

问赖斯 ( Condoleezza Rice) 也曾表示，作为一位教授，她了解到现实主

义和理想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让许多学者获得了教职，但是作为一位决策

者，这样的分类却抹杀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与价值观完全密不可

分。⑤ 这些观点都表明，要明确划分国家采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大战略

78

①

②

③

④

⑤

Kenneth N. 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p. 57．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http: / /www. globalsecurity. org /military / library /policy /national /nss － 020920. pdf，pp. 1，25．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Acceptance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http: / /www. whitehouse. gov / the － press － office / remarks － president － acceptance － nobel － peace － prize．
Michael McFaul，“The Liberty Doctrine，”Policy Review，No. 112，2002，pp. 3 － 22．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Condoleezza Rice，“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http: / /www. manhattan － institute. org /html /wl2002. htm．



国际政治科学 ( 2013 年第 1 期)

在实践中存在困难。换言之，现实主义学者可能会主张，国家建立和运用

国际制度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来扩展权力与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可以进一

步提出质疑，为何国家要通过国际制度而不是直接使用权力 /武力来达成

目的? 从各国在相互关系中的实践来说，国家确实 “也”通过国际制度

而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来发挥影响力或追求利益。

本文重新梳理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以国家对国际制度与软实力的重

视程度划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以国家对现状是

否满足作为划分进攻性与防御性的标准，主要从概念上提出了较为符合国

际关系理论脉络的 “进攻性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以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初期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实际作为与学者们的观点说明了 “进

攻性自由主义”确实可以对这些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提出合理的解释。就

未来发展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采用更多的案例进一步检验这一理论概念

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则可以思考是否有其他处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国家曾

经采取了与 “进攻性自由主义”相对应的 “防御性自由主义”大战略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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